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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立到联合:
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转变

刘大禹,张新宇

摘　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随着局势的发展与认知的变化,

同时受共产国际、国民党态度转变的影响,到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一大时,中共全体党员以

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实现,并非中共对共产国际

指示的全盘接受,而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经过内部多次讨论与多方协商,中共逐渐

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其思想转变有一个渐进过程.中共早期处理国共关系的策略

转变体现了早期领导人在实践中自身认知的不断提高,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做出的独立判

断,初步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为推动大革命的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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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何集聚革命力量,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是摆在党

的领导人面前的重要问题.很快,中共从坚持独立的立场走向了与国民党深度联合的道路.关于

这一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大多关注共产国际以及孙中山在推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作用.如向青认

为马林 “带来了以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根本转变”[１].李志学认为 “马林对孙中山的国民

党的认识及态度在建立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促成国共合作联合战

线形成的前提条件”[２].无疑,苏联与共产国际在推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是国共合作的发起者与推动者.然而,中共作为国共合作的主体之一,其策略变化并不是对共产

国际指示的全盘接受,甚至不无扞格,具有一定的主观动机与独立判断,完成了由被动接受命令

到主动寻求合作的思想转变.本文试图对此做一探讨,以助益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处理政党关系

的复杂场景.

一、中共建党时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中国,暂时放松了对华经

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工人数量迅速上升,成为一支新兴的社会力量.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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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共第一个纲领,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革命军队

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①

此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倡导民族、民权、民生 “三民主义”,追求民族独立,赋予

人民民主权利,主张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但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与共产主义在阶

级性质与最终目标方面相去甚远.因此,中共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

独立的攻击的政策”② .

中共初期这种坚持独立,不与其他党派发生联系的政治立场,折射出早期一些领导人缺乏斗

争经验,无法划清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主义革命界限的局限性.１９１９年,李大钊曾提出:“我们

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把从前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

阶级斗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③ 李大钊此言是基于革命者

所具有的阶级性而试图实现人类历史的 “大变化”,意指通过革命而实现消灭阶级的目的,换言

之,凡与无产阶级立场不同的组织或团体,都有可能成为革命洗涤的对象.这样一种笼统的、宽

泛的革命论点,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并不鲜见.其后,参加中共一大的１３位代表,就是否应当

支持孙中山革命的问题,曾展开过争论,“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

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

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３]１３９.争议焦点就是革命运动究竟是以我为主,还

是可以与其他政党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多数意见是,中共对待其他党派表现为一种

“关门主义”,对于如何壮大党的组织力量以实现革命纲领,尚缺乏明确清晰的蓝图.

然而,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所有共产党员加起来不过５８人,多是知识分子和迫切希望救亡

图存的热血青年,既无财力,也无官权.对于赤手空拳、力量弱小的中共来说,要想实现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未免异想天开.毛泽东晚年就认为中共一大前后

的宣言和纲领是 “空想”,他读到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形成的 «宣言»文本时,直截了当地批了一句话,

即:“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４]在这种组织力量极端弱小的

情况下,改变原有排斥其他政党的策略,与已初具规模的国民党合作是最优选择,至于如何合作

则可进一步探讨.

二、中共主张民主的联合阵线

中共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很快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而发生了重大转变.然而,共产

国际的指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中共接受,中共是受共产国际之命转变政党立场,还是基于自身

认识的提高而采取务实策略,需予以分析.１９１９年３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１９２０年前后,

先后派遣维经斯基 (吴廷康)和马林来华开展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试图推进东方中国的革命.４

􀅰２􀅰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２１年

①

③

②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１册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５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页、
第８页.
参见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１９１９年７月６日,«每周评论»第２９号,«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

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９页.



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华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对于中国早期的革命问题,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在 «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认为 “在社会党的立

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

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

是我们的敌人”①.陈独秀提出中国革命要 “两步走”,必须要先经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

民主革命阶段,再进行社会革命.在第一步,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陈独秀并不排斥与代表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国民党合作,但这种合作,是党派之间的平等合作,是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进

行革命.到了第二步,才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并与之决裂.

１９２１年６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各国的共产党应团结广大的无产阶级,同

时争取更广泛的劳动群众,以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基于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１９２１年１２月,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晤了孙中山,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马林 “极感满意”,“他认为孙中

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５]２１６Ｇ２１７.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

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进行访问.此时正值香港海员宣布大罢工,他目睹了罢工现状,评论道: “这

次强有力的海员罢工和国民党的领导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

建立.”[５]２６

马林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基于革命力量联合之必要,意欲推动国共两党合

作.与此同时,列宁会见了被派往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张国焘与国民党代表张秋

白,“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３]１９９.苏联

与共产国际将中国视为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封锁的缺口,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共产国际的提议态度如何.１９２２年年初,马林提议共产党员以个

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中共内部引起激烈讨论,陈独秀对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

入国民党予以强烈反对.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阐明了６条理由: “一

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是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

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是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的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

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 (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机会.四是广东

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

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是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

以权柄.六是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对不

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② 由此可见,陈独秀虽不反对国共合作,但他坚决反对党内合

作方式.陈独秀明了,中共党员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谁主谁次,一目了然,中共就会失去

领导革命的自主权力,违背独立的民主联合阵线主张.而对于共产国际和苏俄而言,推动远东革

命形势发展的最有效方式,便是将弱小的共产党嫁接到已初步成熟的国民党身上.此时,中共尚

未意识到共产国际提议的现实性与可行性,仅从理论层面出发,将国民党视为阶级的对立面加以

排斥,国共合作之推进只是共产国际的一厢情愿.

１９２２年４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是促使陈独秀等中共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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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领导人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与许多共产党员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的一

项重要议题就是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达林在会议上指出 “关于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

中国资产阶级关心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那一部分人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认为 “工人阶级应支持孙中山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的方式上,他强调:“我们谈的是指共产党

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以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为条件.”“以张国焘为首的另外

一些与会者反对统一战线”,“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

要性”[６]９０Ｇ９１.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实际上已经促成了中共早期领导人

对国共合作的进一步思考,民主联合战线思想已初步萌芽.

经过此次大会的讨论,面对革命形势严峻的局面,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下,陈独秀等

人逐渐认识到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对国民党展现了一定的联合意愿.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５日,中共中

央发表了由陈独秀起草的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 “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

国,实际上仍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

这是 “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深受痛苦的源泉”,认为 “中国现有的各政党,只有国民

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出 “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

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 “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

争”①.张国焘带着这份文件面见在北京的李大钊,李大钊 “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认为 “上海

中央的这种主张是正确的且合时的”[３]２３３,２４７.

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立场转变可以观之,中共已初步转变了对国民党的政党策略.也正是

在１９２２年７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中共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显然,中共独

立的政党立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而中共内部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与

意见分歧,亦充分显示其独立判断的特点.经过多次讨论,中共内部多数领导人开始初步意识

到国共合作是实现自身革命目标的必要环节,折射出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运动与实现革

命目标方式的认知不断提高.中共二大通过的 «关于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

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

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②.这种民主的联合阵线, “只是联合与

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③.不难看出,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共基于自身对革命认知的

提高与为实现革命目标的愿望,乃有主动联合国民党之意,但仅停留于 “党外合作”方式,坚决

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三、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意图

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实有吸收革命新鲜血液与壮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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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力量之意图.国民党相较中共而言,革命实践经验更丰富,故孙中山认为国民党是唯一有能

力进行国民革命的政党. “中国今日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之现况,非国民革命,无由打破;而国

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７]４０８在孙中山看来,

中共可以加入国民革命阵营,而不能主导国民革命.对孙中山的意图,张国焘认为: “孙先生

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

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什么􀆺􀆺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

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３]２４７由是观之,

虽然孙中山赞成中共加入由国民党主导的革命阵营,但无法否认孙中山具有一定程度的 “防

共”心理.

当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合作设想,并建议实行联俄政策时,孙中山并未加以重视.据马林

对孙中山的判断, “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但是,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

上是不可能的”①.孙中山或出于对列强的忌惮,并未同意立即联合苏俄.然而,１９２２年６月陈

炯明叛变后,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孙中山由广东退回上海,迫切需要有新的革命动力.此时共

产国际提议国共两党合作,当即得到了孙中山的赞成.虽然中共力量弱小,无人无财无权,但两

党合作,对孙中山而言是摆脱困境的有利方式.孙中山若要进行北伐,需要有力的财政支持,苏

俄和共产国际是其唯一的求助对象.长期以来,孙中山曾多次向英美等西方国家寻求援助,多次

无果,心灰意冷,此刻苏俄恰好抛出橄榄枝,可谓正逢其时.孙中山在广州抵抗叛军之际,写信

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直说苏俄 “是我唯一的朋友”[６]１２６.

实际上,在对中国革命联合对象的选择上,苏俄与共产国际一开始将吴佩孚、孙中山都作为

联合目标.１９２２年７月,苏俄派遣越飞来华,希望促成孙中山和吴佩孚组建联合政府,然而孙中

山、吴佩孚对其建议均不感兴趣.在中俄谈判中,吴佩孚与苏俄在中东路、外蒙古等重大问题上

存在严重分歧.越飞在与吴佩孚的接触中深刻感受到:吴佩孚无论是在军事实力还是在政治策略

上,都不是孙中山的对手.１９２３年１月,越飞写信给共产国际,提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

孚与孙逸仙之间做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② 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便把联

合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孙中山身上.１９２３年１月２６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国

民党与苏俄正式结盟.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联俄意味着联共.

当然,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初衷,是为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孙中山数度领导革命,多

以失败告终,迫使其进行深度思考,即如何转变革命方式,壮大革命力量.俄国革命胜利的经

验,看来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１９１８年孙中山在给契切林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

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

的组织.”③ 孙中山在与苏俄接触中,认识到共产党人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高超本领,他需要借鉴

俄共之经验,为己所用, “以视乎俄,瞠乎其后,则俄诚足为吾党借镜之资,而亦当引为吾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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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友”①.同样的,中共成立之初,同样显示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性与战斗性,且为诸多国民党人

所瞩目,如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与马林的交谈中提到: “国民党已老朽了,需要增加新的血轮,所

谓新血轮就是共产分子.”②

基于多方考量,孙中山愿意联共,但他反对两党平行合作,坚决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他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

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③.不过,孙中山也明白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虽有相似之处,但国共两党终非一党,具有诸多差异性,日后必会因革命目标和纲领不同发生矛

盾.与其届时与共产党竞争,不若此时进行合作,同化共产党员,如此既壮大了国民党的队伍,

又避免了两党斗争.

然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是否会出现 “党内有党”的危险呢? 对此,孙中山认为:

“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其原有之共产主义,固不因之抛弃,而鉴于

时势之关系,初步遽求其实现,故与本党主义亦无所冲突.”[７]４０８ “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

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于本党之

主义精神,无所违反.”[７]４０８Ｇ４０９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虽与三民主义虽有不同,但目前革命任务一

致,两者并不冲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国民党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涵盖了共产党所要代表的

无产阶级,两党更应通力合作.

因此,为革命事业之考虑,孙中山决定联俄,并进而联共.孙中山意识到,与中共合作,或

有丧失国民党独立性之危险.如何既能联合中共,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又能壮大国民党

力量,免受他人掣肘,孙中山在谈判中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在 «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

山首要强调的是 “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④.他坚定地要求中共党

员加入国民党而绝不是两党平起平坐,把国共合作可能对国民党的负面影响降低到其掌控范

围内.

四、国共党内合作的实现

面对孙中山国共党内合作的态度,同时受共产国际的相当影响,中共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声

音逐渐消解.中共二大后不久,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２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带回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

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主持召开了西湖会议,重点讨论了国共合作的方式.

在会议讨论时,陈独秀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理由是 “国民党主要是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政党性质的不同,会导致革命目标与方式不同,尤其是 “一个共产党员

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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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 “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李大钊支持党内合作方式,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李大钊认为

“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二是李大钊清楚地知道

孙中山不会同意共产党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 “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

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经过马林的施压以及李大钊的耐心疏通,最终结果是通过了

“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３]２４３.据包惠僧回忆, “虽然

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政策有不同意见,经过了中央的解释和说服,也就全党一致了”[８].

至此,中共内部主要领导人基本同意以国共党内合作方式与国民党联合,对于被国民党吸收

同化,丧失独立性的危险,中共早已预见,并尽可能地把这种危险降低.陈独秀强调: “总之,

我们共产党在任何问题的争斗中及与任何党派联合运动中,总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

前,更不可混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与联合战线之中.”①

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而实现国共党内合作,也有其自身之现实考量,绝非简单地帮助国

民党进行革命,乃为凭借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争取与国民党合作,获得进一步壮大自身力量

的机会.１９２３年２月７日,吴佩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二七惨案”,工会代表和一些共产党员遭

到残酷镇压.现实层面的重大打击使中共之前引以为傲的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中共真正意识到,

仅仅依靠工人运动来抵抗军阀武力是不切实际的.作为工人运动的领袖,邓中夏说: “据经验告

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做国民革命”[９],

中共与具有相当力量的国民党深度联合,是继续推进革命的一种有效策略.推进国共合作不再只

是共产国际的强力干预,而转变为中共的自觉行动.

正如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针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所指出的,“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

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加入世界革命”,党的中心工作是 “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

革命”②.实际上,中共对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

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③ 面对国民党当时涣散无

组织的状态,中共提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

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

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④.

为最大限度动员力量实现国民革命,中共三大做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根据马林的会议记录,在讨论中,毛泽东表示 “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⑤.在后来的 «新民

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也指出: “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

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

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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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１０]这里的 “他们”显然包括有反帝要求的国民党.１９２４年１月,国

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共两党全面党内合作的实

现,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当然,中共遇到的难题是如何避免自身被国民党吸收同化,在 “积极联合”与 “保持独立”

两者之间达到微妙而准确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实践中受多方因素影响,后来中共在国民党内部蓬

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人的警惕,两党进而分道扬镳.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共成立初期,坚持独立的政党立场;后基于民主联合阵线之考虑,走向与国民

党的深度合作,全体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策略转变,除了因苏俄与共产国际的

大力推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共成立之初自身力量过于弱小,组织队伍尚未发展成型.作为一

个新生政党,为实现革命远大目标,中共在处理政党关系上做出审时度势的策略转变,表面看来

是受到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外在干预.实际上,无论是中共内部最初对共产国际相关意见的判断和

讨论,还是与国民党深度联合决策的出台,都体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自身认知的不断提高;为实

现革命目标而所做出的独立判断,初步体现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实践,积累了发展经

验,为推动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与国民党的联合,为中共提供了发展良机.到１９２７年４
月,中共党员人数达到５􀆰７万人,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为中共后来的革命提供了巨大支持.当

然,中共早期领导人毕竟革命经验尚不丰富,关于如何实现宏伟的革命目标,不可避免会出现认

知偏差.正是这样接连不断的现实考验让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新生革命政党走向

成熟必然要经历的环节.

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

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① 实际上,在中共的发展历程中,独

立自主原则并不限于用于军事,而是体现在各个领域,且在中共早期就已初见端倪.纵观中共百

年历程,独立自主是促使中共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力量源泉.中共在处理政党关系

时,始终坚持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己任,独立自主地做出科学判断,不断增强应对各种艰难险阻的

能力,不断提高判断国内外发展大局的水平,使政党的初心使命与国家发展前途实现完美结合,

从而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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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IndependencetoUnity:TheStrategicChangeoftheCPCin
Handl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KMTandtheCPC

intheEarlyStage
LiuDayu,ZhangXinyu

Abstract:Atthebeginningofthefounding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itadhered

tothestandofanindependentpoliticalparty．Withthedevelopmentofthesituationandthe

changeofcognition,andinfluencedbythechangeoftheattitude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

andtheKuomintang (KMT),bythefirstNationalCongressofthe KMTin１９２４,allthe

membersoftheCPChadjoinedtheKMTasindividuals,realizingthefirstcooperationbetween

theKMTandtheCPC．TherealizationofthecooperationbetweentheKMTandtheCPCwasnot

theCPC􀆳soverallacceptanceoftheinstructions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butunderthe

interventionoftheCommunistInternational,after manyinternaldiscussionsand multiＧparty
consultations,theCPCgraduallyrealizedthenecessityofthecooperationbetweentheKMTand

theCPC,anditsideologicaltransformationexperiencedagradualprocess．Thestrategicchangeof

the CPC􀆳searly handlingoftherelationship betweenthe KMT andthe CPC reflectsthe

continuousimprovementoftheearlyleaders􀆳selfＧcognitioninpractice,theindependentjudgment

madetoachievetherevolutionarygoal,andtheinitialembodimentoftheideologicalpracticeof

seekingtruthfromfacts,whichhasmad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promotingthearrivalof

thegreatrevolution．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ooperation betweenthe KMT andthe CPC;

theKuomin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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